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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门市井: 北宋东京的日常公共空间

梁 建 国

内容提要: 桥市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至迟在中晚唐就已出现，至北宋中后期

则逐渐成为东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桥梁，城门也是街市中充满活力与时代气
息的商业节点。由于桥门市井原本是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空间，在北宋前中期并不被上层
社会所关注，所以史籍中少有记载。然而，不同城市阶层通过在桥门市井的日常消费、娱
乐等活动实现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参与其间，至北宋后
期，反映东京桥门市井的文学、艺术作品日渐增多。从城市书写来看，桥门市井在时间
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折射出社会结构与阶层观念的变迁。原属于底层社会的日常
公共空间逐步被知识精英所接受，这无疑是古代城市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一种表征。
关键词: 桥门市井 北宋 东京 公共空间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空间与居民的互动关系是城市史研究的永恒话题。近年
来，海内外有不少学者以城市生活的 “公共性”作为论题，并以哈贝马斯 “公共领
域”理论为基础展开了激烈讨论。① 公共领域理论发端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兴起的背
景，强调以公众舆论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因而有学者认为在古代中国并无形成类似

现代公共领域的可能。② 不过，剥离政治权威合法性这一层界定，作为城市形态概念
上的公共空间还是存在着跨越时空的普适性意义。
中国古代都城的功能是以军事和政治为主，这种定位决定了城市居民是以皇

室、贵族、官僚、军队以及相关服务人员为主体，个体的工商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则
相对较少。时至唐宋时期，城市社会的居民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官僚士大夫为
主体的士人社会向普通居民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过渡。③ 与此同时，中国都城在内部形
态上也发生新的变化，由封闭式的里坊制转变为开放式的街巷制。沿街开店得到政府
默许，巷陌路口摆摊设点也司空见惯。检索古籍数据库可以发现，“桥市”“门桥市
井”“桥门市井”“坊巷桥市”等用语正是在宋代文献中开始经常出现。以燕文贵的
《七夕夜市图》、高元亨的《夜市图》、佚名的《夷门市廛图》为代表的风俗画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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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背景下相继问世。元人王恽评《夷门市廛图》: “近阅夷门市廛图，其风物气
习，备见政和间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极无以臻此……画品则秾纤巧丽，出内供奉手
无疑，正可与《梦华录》互为之览耳。”① 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也敏锐地将虹桥
与城门这两处关键的城市节点作为画卷的高潮。
河桥与城门本身是街道的组成部分，桥市、门市与街市也是密切相关的一组概

念，三者均是城市商业空间走向开放的产物，但又有些不同。街市的空间形态是线型
或网状，而桥市则是团状。关于街市的组织结构，田银生曾提出 “中心式区段”，认
为大型的酒楼茶坊、寺庙、瓦子勾栏等设施的地段好，具有很强的磁引力，周围地区
随之发展起来，形成中心式街市区段，但以酒楼茶坊等为中心的街市区段很难画出一

条边缘，缺乏“组织”的感觉。② 这一论述呈现出酒楼茶坊等商业设施的分布形态，
但在逻辑上则颠倒了城市地段与商业设施之间的因果关系。街巷的商业化不是均衡发
展，特定的路段会比较繁华。街市确实存在稳定的中心，但并不是 “逐繁华而居”
的酒楼茶坊、瓦子勾栏等商业和娱乐场所，而是桥梁、城门、路口等市政和交通设
施。桥梁和城门实际上是路口的两种特殊形态，也是街市中最具商业活力的节点。只
是由于其原属下层社会的生活空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被知识精英所关注，史籍

中留存的相关史料也有限。相应的，学界以往对于桥门市井的研究也比较少。③

正如张邦炜所言，与其说宋代是平民社会，不如说是权力社会。④ 具体到城市书
写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知识阶层的手里，他们在观察和记述城市现象时难免带有源

于阶层属性的主观选择。本文所讨论的桥门市井，关涉城市书写的二重性问题，其一
是文本中的城市，其二是历史上的城市，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本文拟从城市
书写的角度解读文献中的桥门市井，考察其中活跃的不同人群，旨在揭示北宋东京市

民社会与日常公共空间的互动关系。

一 桥门近畔的都市繁华

传世文献对于城市的记载大多是上层社会所生活的宫廷、衙署、园林、私宅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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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河图》中的图像信息与史料，讨论了画中虹桥“桥市”、沿汴“河市”，进而分析了东京城东水门
外市井的形成与构成。宋立《浅析北宋时期的汴京河市》 ( 《兰台世界》2012 年第 24 期) 认为，汴河
沿线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逐渐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这两篇文章对于“河
市”的讨论，所引用的两条材料均是关于宋代南京 ( 今商丘) “河市乐人”的记载，但翻检宋代东京
的相关史料，并没有“河市”这一说法。实际上，临河的交易场所大都是以河桥为节点，因此，宋人
称之为“桥市”更为准确。
张邦炜: 《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历史教学》2017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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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对于路口、桥门的零星记载也多是帝王将相的重大活动。桥门市井在相当长时
期内并不被知识精英所关注，所以在史籍中也少有相应的记载。
( 一) 诗人笔下的河桥景观

中国古代城市多选址于河流沿岸，或者水源丰富的地方，河桥近畔由于交通

便利而容易形成市场。北魏洛阳的四通市、东晋建康城的四市、北宋东京的相国
寺市场，均是靠近河桥，不过这些大都是封闭的市场，并不被视为 “桥市”。真正
的桥市应当是桥头、桥面以及桥畔的商铺，特别是流动性的货摊，是一种特殊的
街市形态。
桥市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至迟在中晚唐就已出现。中唐诗人王建有诗

《寄汴州令狐相公》云: “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① 晚唐诗人周繇有诗
《津头望白水》云: “城郭半淹桥市闹，鹭鸶缭绕入人家。”② 这一时期的城市商业更
为繁荣，沿街开店或摆摊设点被政府默许，水门与河桥一带往往商贩云集，甚至出现

通宵的夜市。桥市的兴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军事或政治型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商业活
动的冲击下开始出现松动。
北宋东京因河而兴，桥梁自不可少。然而，北宋前期的文献中关于桥门市井的记

载并不多。《宋会要辑稿》的相关内容可以追溯至宋仁宗天圣三年 ( 1025 ) ，巡护惠
民河官员上奏河桥摊贩阻隔人马车乘往来，“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 及人马
车乘往来”，于是朝廷下诏: “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
往。”③ 可见，当时河桥上多被摊贩占据，妨碍交通，因此被朝廷下诏禁止。但从实
际效果看，仍是屡禁不止。宋神宗时，长期主管开封城修造事务的内侍宋用臣征收
“地税”或“地课”④， “以至市桥亦有地税”，这也变相承认了桥市经营的合法性。
元丰八年 ( 1085) ，朝廷又下诏: “沿汴官司拘拦牛马果子行并磨团户斛斗、菜纸等
诸色行市及市桥地课，并罢。”⑤ 加藤繁曾据这条史料以及 《东京梦华录》《梦粱录》
《嘉定赤城志》《景定建康志》等记载指出，“定期市也在同业商店的街区以及交通便
利的河畔、桥畔等处繁盛地举行”⑥。可以说，至北宋后期，桥市已逐渐成为东京市
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于普通的路口，桥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其景观效果。比如州桥，构造坚固，

镌刻精美，“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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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州桥之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①。
桥下潺潺流水，沿河汴柳拂堤。以州桥为中心，形成一个视野开阔、高低错落的立体
活动空间。东京城内建筑鳞次栉比，接檐、侵街屡禁不止，城市空间格外局促，州桥
一带无疑是京城稀有的开敞空间。特别是月明之夜， “两岸夹歌楼，明月光相射”，
登桥观月的人群，纷至沓来，熙熙攘攘，俯瞰河面，波光粼粼，水月交融，被誉为

“州桥明月”。直到南宋，时人期盼恢复中原，州桥仍是最具代表性的京城意象。范
成大有诗《州桥》云: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 几时
真有六军来?”②

不单是州桥，其他一些桥梁也是观灯赏景的好去处。比如龙津桥，是御街横跨蔡
河的通道，其知名度仅次于州桥。据史料记载: “龙津雄壮特甚，中道及扶栏四行、
华表柱皆以燕石为之。其色正白，而镌镂精巧，如图画然。桥下一水，清深东流，桥
北二小亭，东亭有桥名‘碑次’。”③ 李若水有诗云: “龙津桥下路，灯火半斓斑。”④

保康桥也位于蔡河之上，苏轼有诗云: “保康桥上夜观灯，喝石岩前夏饮冰。”⑤ 桥是
跨河而建，河水流淌，景色优美，行人在桥上或桥畔驻足观望，生意人也不失时机地

前来摆摊叫卖。但是，文献中的河桥景观大都充满诗情画意，而摊贩拥挤、喧闹嘈杂
的场景并不常见。能够进入士大夫笔下的多是河畔的高档酒楼，比如州桥附近的王家
酒楼。这是一座造酒兼卖酒的正店，规模大、名气响，宋人的诗歌多有提及。刘攽的
《王家酒楼》云: “君不见天汉桥下东流河，浑浑瀚瀚无停波……提钱买酒聊取醉，
道傍高楼正嵯峨。”⑥ 梅尧臣亦有诗《十三日雪后晚过天汉桥堤上行》云: “堤上残风
雪，桥边盛酒楼。”⑦

河桥经常是作为景观，而非市场出现在宋人的诗歌中，这主要是缘于士大夫的阶

层身份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现实关怀。士大夫群体自有奴仆伺候，绝少亲自出入市
井，少有机会感受桥市的氛围。桥市作为庶民百姓的日常空间，较少出现在知识群体
的视野之中。即使在中晚唐，有关桥市的诗歌也是出自王建和周繇这样贫寒出身的诗
人，他们对于庶民群体的市井生活有着切身体验，因而同情百姓疾苦，诗作充满纯朴

的生活气息。
唐宋以来，商人的政治地位虽然逐渐提高，但始终不能与官僚士大夫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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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摆脱无商不奸的大帽子。① 城市空间的等级属性更体现在时人的观念之中，桥
市这种底层百姓的生活空间为上层社会所不屑。比如吕公著就教导其子希哲，“行步
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

色，未尝一接于目”②。囿于传统的礼法观念，至少在北宋中期以前，出入市井并不
被士大夫所认同。活跃于桥门市井的人群主要是底层百姓，桥门市井呈现的不仅是商
业景观，更是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因此，士大夫途经河桥之时，对于熙熙攘攘的市
井风情即使不视若无睹，也不便用诗文予以记录。
( 二) 君民共享的城门广场

都市空间不断走向开放与共享是一个总体趋势，这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西
汉长安的宫殿区规模宏大，使得普通居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压抑，而公共活动空间

相对有限，至东汉时洛阳已经有空间更为充裕的公众活动场所。③ 历经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逐步演变，隋唐长安宫殿区所占全城面积的比例已经大幅压缩，百姓居住的里坊

规模相应扩大。
时至宋代，东京的皇宫和御苑不像唐代都城那样占据绝对中心的位置，而且为商

人阶层、商业活动留出更多的空间。即使宫廷区，也开始局部对民众开放。唐朝前中
期，长安宫城前的宫廷广场基本是封闭式的，至晚唐时才偶有民众涉足的情况。北宋
东京宣德门外的御街也是一个宫廷广场，其与唐长安城的最大不同在于开放式的格

局: 御街的中央虽然只供皇帝御用，但两旁则可以任由百姓行走。④ 每逢朝廷赐酺等
节日之时，士庶百姓还可以在御街上一边观看文艺表演，一边购买日常百货。史载:
“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
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⑤ 这虽然带有
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也混杂了娱乐、商业等世俗的内容。在沸腾喧闹的气氛中，皇
帝、官僚、庶民等各个阶层一起参与到节日的狂欢之中，达到普天同庆、君民同乐的
效应。在京城举办酺宴的地点，多是在宣德门城楼之下，其北侧的宫城是戒备森严的
国家政治空间，其向南则延伸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空间，便于朝廷与庶民沟通互动，因

而成为观酺活动的理想所在。与宣德门类似，东华门也是连接宫廷内外的场所。比如
上元、中元节，皇帝亲临东华门观灯。殿试发榜之日，人们聚集在东华门外，等待发
榜唱名，“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姜锡东: 《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367 页。
［宋］ 朱熹: 《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一，《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年，第 48 页。
王子今: 《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 年第 1 辑。
梁建国: 《朝野之间: 宋代父老与国家秩序》，《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日〕久保田和男撰，郭万平译: 《宋都的宫城前空间: 关于开封宣德门与御
街、御廊的比较都城史考察》，《都市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久保田和男: 《宋代開
封における公共空間の形成》，《宋代史から考える》，东京，汲古书院，2016 年。
《宋史》卷一一三《赐酺》，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699 页。
［宋］ 王铚: 《默记》卷上，《全宋笔记》第 4 编第 3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135 页。



118 中 国 史 研 究 2018 年第 4 期

作为宫城的正南门，宣德门外广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民众在此守候可以

拦截宰相并上诉民情。景祐元年 ( 1034) ，京城东边的畿县连遭水旱之灾，畿县的百
姓“诉其县，不听; 则诉于开封，又不听; 则相与聚立宣德门外，诉于宰相”。通过
这种方式畿县的灾情被传达到宰相，从而派人到诸县调查，“尽蠲畿民之租”①。对于
庶民而言，宣德门前可能是他们能够面见宰相的为数不多的空间，这也彰显出宫门广

场所承载的公共属性的稀缺性。
唐代以前的市场主要分布在外郭区，而且有固定、封闭的交易场所。北宋东京的

市场则渗透到内城，而且突破了固定市场的限制，深入到坊巷路口、河桥、城门等空
间。有学者曾注意到，北宋东京的城门在经济层面的功能更加明显，其里城城门与商
业区的联系直接而紧密。② 更为重要的是，城门外广场上的市井气息分外浓郁。《东
京梦华录》载:

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鰕鳖蟹、鹑
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
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
三五十千，诸 分争以贵价取之。③

东华门可以说是宫廷与世俗社会对接的通道，各种物资由此进入宫中。东华门外市场
的主要客户是禁中，因而定位高端，所卖物品以 “新、奇、全、贵”著称。东华门
外的大货行街则是面向大众的专业市场，往东与著名的商业街市马行街相交。据研
究，北宋东京有九条主要的街市，④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九条街的所有路段是同等

繁华。东京的商业网点亦有层次之分，大致是由内城向外辐射，与圈层式的人口分布
相辅相成。⑤ 具体来说，商业中心位于内城东南部，以相国寺为核心，沿着周边的大
街小巷及河桥，外溢到几座重要的城门如丽景门、保康门、阊阖门、朱雀门等处。
这些重要的商业中心在节日期间热闹非凡，成为士庶购物狂欢的场所。关于宋仁

宗、神宗时期都人节庆游乐、消费的重点区域，吕希哲的《岁时杂记》有载:
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阊阖门外，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外，

睦亲、广亲宅前，皆卖此物。自五月初一日，富贵之家，多乘车萃买，以相
馈遗。⑥

东京潘楼前有乞巧市，卖乞巧物。自七月初一日为始，车马喧阗，七夕前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欧阳修全集》卷六六《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965—966 页。
万晋: 《门之内外: 城市社会空间视野下的都城城门考察———以北宋东京城为中心》，《南都学坛》2010
年第 2 期。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大内》，第 41 页。
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25—335 页; 田银生: 《走
向开放的城市》，北京，三联书店，2011 年，第 78—85 页。
梁建国: 《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与空间利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宋］ 陈元靓: 《岁时广记》卷二一《送鼓扇》，《丛书集成初编》，第 108 册，第 235 页。



桥门市井: 北宋东京的日常公共空间 119

三日，车马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其次丽景、保康、阊阖门外及睦
亲、广亲宅前，亦有乞巧市，然皆不及潘楼。①

宋徽宗时的情况基本类似，《东京梦华录》载:
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

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
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
朵、领捄、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②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
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③

在孟元老眼中，节日的城门外洋溢着诱人的商业气息，就连富贵人家也乐此不疲。
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士庶的活动范围由内城延伸到外城，乃至城外，而这些

活动大都集中在重要的城门附近，越是临近城门的地段越是繁华。京城四大名苑分布
在外城的四大城门之外，由于位置特殊、环境优美，成为朝野士庶举行送别等社交、
礼仪活动的场所。④ 城门不仅承载着京城内外的人员往来与经济联络，也丰富了都人
的日常生活空间。
都城的空间用地是稀缺的，如何提高空间的利用效率，既考验朝廷的管理智

慧，也折射出城市发展的文明进程。唐代以前，都市中能够为市民提供活动的公共
空间相对匮乏，宫廷广场、皇家御苑均是禁地，庶民不能涉足，私家园林、别墅则
为达官显宦等统治集团的成员所专享，寺院、道观虽对庶民开放，但毕竟是宗教活
动场所。这种情况到晚唐以后开始出现局部的改观，宫廷广场在特定时段对庶民开
放。时至北宋，这种开放进一步扩大。金明池等皇家御苑每年春天有一个多月对庶
民开放，御街广场几乎完全对外开放，寺观中出现更多的世俗活动。相对来说，桥
门市井、坊巷桥市这类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则最高，任何身份的人群均可涉足其
中。当然，这对于底层百姓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高官显宦还有私享的活动空间，
诸如宅第、别墅等，而没有住宅或者居住条件差的下层官员和庶民，则更倾向于到
桥门市井活动。

二 桥门市井活跃的人群

唐宋以来，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松弛，更多的农民由乡村走进城镇，由小城

①

②

③

④

《岁时广记》卷二六《乞巧市》引吕希哲《岁时杂记》，《丛书集成初编》，第 108 册，第 300 页。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正月》，第 514 页。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八《七夕》，第 780—781 页。
梁建国: 《北宋东京的士人送别》，《中国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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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迁入大城市。据施坚雅推测，在 1100 年，华北近百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都城开
封。① 东京居民人数增多的同时，人口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庶民百姓所占的人口比
例远超前代，城市社会的平民化色彩愈发浓厚，市民的概念也随之扩大。正如包伟民
所言，到了宋代，市民、市户、市人等概念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代名词，而不仅仅是指
中唐以前那些被著录于市籍的从事工商业的特殊人户，这是因为宋代市场的范围扩大

到了整个城区。② 宁欣也指出，市民阶层的涵盖比较广泛，士人阶层与普通居民在精
神文化、日常娱乐、社会生活等方面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和融汇。③ 那么，值得追问的
是: 不同阶层是在什么类型的城市空间中如何实现这些交流与融汇呢? 笔者认为，

正是在桥门市井这样的场所，通过日常的消费、娱乐等活动实现近距离的接触和了
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桥门市井真正成为不同城市阶层共处、共享的日常公共
空间。
( 一) 桥门附近的人群聚居

住宅与市场交错杂处是北宋东京城市空间的一项重要特征。桥门市井之所以成为
一种市场形态，也是基于河桥与城门近畔所聚居的居民及其日常消费需求。时至北
宋，河桥与城门所附载的居住属性愈发凸显。《挥麈前录》载:

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师，都人呼为 “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宁坊，有
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 “看楼李家”。李邯郸宅并念佛桥，以桥名目
之。陈文惠居近金水门，以门名目之。王文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 “三槐”
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别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
王审琦太师九子，以 “九院”呼之。张荣僖以位显名，以侍中家目之。贾文元
居厢后，宋宣献居 ［春］( 宣) 明坊，亦以 ［坊］( 巷) 名目之。④

关于这些世家望族的绰号，由来各有不同，但大都与当事者具有某种相关性，其中最

多的还是缘于当事者居处相关的河桥、城门、街巷、坊里等地标。坊里本是中古时代
城市居民的社区单元，中唐以后随着坊墙的倒塌，北宋时期的街巷也具有社区单元的

意义，更多地被用来标示城市空间。⑤ 河桥、城门这些公共建筑与居民生活构筑起紧
密的相关性，并在城市空间上具有了人文地标的意义。
桥是河道与街路的交汇，水陆交通便捷，吸引着众多官宦。《东京梦华录》的作

者孟元老云: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
南。”⑥《东轩笔录》卷一三载: “王朴为学士，居近浚仪桥，常便服顶蓆帽，步行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施坚雅著，叶光庭译: 《导言: 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施坚雅主编: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29 页。
包伟民: 《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24—330 页。
宁欣: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文史哲》2009 年第 6 期。
《挥麈前录》卷二，《全宋笔记》第 6 编第 1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年，第 29—30 页。
梁建国: 《北宋东京街巷的空间特性》，《北京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东京梦华录笺注》序，第 1 页。



桥门市井: 北宋东京的日常公共空间 121

河，以访亲故。”① 蔡京的赐宅也位于汴河的一座桥畔，该桥因此被称为 “太师府
桥”②。桥畔容易形成一定规模的聚居区，居民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吸引各种商贩前来
摆摊开店，形成繁华的市场。州桥堪称京城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两岸店铺酒楼繁荣，
笙歌连成一片。《东京梦华录》载，州桥往南，“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
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③。州桥一带可以说是东京城最
大的桥市。从州桥往南，过朱雀门不远即龙津桥，也是水陆交通的交汇之处。蔡河主
要是漕运陈、颍、许、蔡、光、寿等州的粮食，虽然在数量上低于汴河漕运，但能使
京城西南各州县粮食等物资达于长江流域，又能把京城西南各州县的交通连贯起来，

其航运价值并不低于汴河。蔡河附近商肆画舫云集，各种饮食小吃遍布桥头路口，与
州桥夜市连成一片。可以说，桥市的形成是城市交通、商贸、居住与消费等多种因素
相互联动的结果，桥市的周边也往往是居民与商贩的混居区。
无论是政府对于城市设施的建设，还是民众对于日常生活的安排，城门无不被作

为考量的因素。在居住空间向城外疏解的趋势下，毗邻内城城门的区域受到时人的青
睐，成为官员云集之地。④ 诸如景龙门、旧封丘门、天波门、阊阖门、旧曹门、旧宋
门、朱雀门等重要城门外，莫不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内城土地异
常稀缺，建筑及人口密度接近饱和，存在火灾的隐患，卫生条件恶化，生活的舒适度

随之降低。
贫富混居是北宋东京的一个空间特征。史籍所载的住宅位置大都是有关高官显宦

或名人雅士，但从一些零星的记载可以窥见，这些区域也聚居着不少普通百姓。比如
旧曹门外，“朱家桥瓦子，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
烟市井，不下州南。以东牛行街、下马刘家药铺、看牛楼酒店，亦有妓馆，一直抵新
城”⑤。朱雀门外的大街小巷，也分布着不少民居、妓馆和茶坊。酒店、妓馆的存在，
表明人口的聚居及其潜在的社会需求。《东京梦华录》载:

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⑥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稭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
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
居民或茶坊。⑦

朱雀门东西两侧分别有保康门和新门，三条南北大道与蔡河相交，路网密集，交通便

利，居民众多，商贩云集，堪称外城最繁华的区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东轩笔录》卷一三，《全宋笔记》第 2 编第 8 册，郑洲，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 100 页。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一《河道》，第 24—25 页。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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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附近的居民还包括僧尼道士等宗教人士，他们也参与市井生活。关于北宋东
京寺院的分布位置，有学者曾考证指出: 从整体上看，城南部多于城北部; 内城里则

东西部较均衡; 新城外则西部多于东部; 地位高的寺院，多接近皇宫; 风景或形胜地

带，多为寺院密集区。① 透过这种表象还可以看到，北宋东京的寺院位置存在一个向
城外转移的趋势，后来修建的寺院大都位于外城，甚至是城外。更关键的是，不论位
于外城还是城外，这些寺院大都选址于城门附近，比如仁和门 ( 旧宋门) 外东北的

福田院和万岁院，固子门里的法云院和开化院，② 仁和门北的惠明寺，丽景门外的景

德寺，③ 等等。
不仅是寺院，比较著名的道观也多选址于内城的城门外。周世宗时建的建隆观在

大梁门外街北，宋太宗端拱初年建的上清宫在朝阳门内道北，④ 宋真宗时营建的玉清

昭应宫位于天波门外以东至景龙门 ( 旧酸枣门) 外以西，⑤ 宋仁宗天圣六年始建的西

太一宫位于顺天门外八角镇，⑥ 宋徽宗政和五年 ( 1115) 修作的上清宝篆宫位于景龙
门外路东，与景晖门相对。⑦

对于东京寺院道观的分布，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对其位置分布进行考订，而没有进

一步考虑选址背后的人为因素。实际上，寺院、道观位置或是由其住持、道长等宗教
首领选择，或是由朝廷赏赐。选址靠近城门，而不是深山荒野的僻静之处，这当然是
考虑到交通的便利。自唐末五代以后，佛、道二教均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⑧ 在儒释
道合流的背景之下，佛道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俗社会的活动中，俗世之人也热衷

于到寺观之中祈福、游观，这些在寺院道观的选址上也得到体现。
如果说河桥及城门的建设呈现出官方主导的色彩，那么，围绕桥门所形成的住

宅、商业、信仰、娱乐等城市设施则是通过市场选择的方式而生成。总之，桥门生活
圈是由朝野上下多重力量共同塑就的城市日常空间。
( 二) 桥门市井的谋求生计

作为城市建筑，河桥与城门由来已久，而成为一种市场形式，则时至中晚唐才出

现，到北宋时已蔚然成风。商品交易具有双向性，买卖双方缺一不可，相互伴生，几
乎涵盖所有城市居民。一方面，桥门市井的存在有赖于周边居民的聚居所带来的消费
需求。另一方面，桥门市井的形成也为小商贩、工匠等人群提供了谋生机会。
市民生活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唐宋以来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个人或家庭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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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品与服务需求越来越诉诸市场来满足。特别是饮食业，相当发达。据有学者推
测，东京从事餐饮业的户数大概要占全体工商业人口的一半。① 关于东京酒店茶坊的
分布，有学者根据《东京梦华录》以及 《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发现正店一般
位于热闹的街坊桥市或者重要城门口的街市的道旁。② 实际上，更能体现北宋东京时
代风情与空间特色的并不是这些正店，而是活跃于桥门市井的摊贩。《东京梦华录》
对此多有描述:

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
顿刀之类。至晚即有燠曝熟食上市。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③

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

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
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
者，吟叫百端。④

是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大小米水饭、炙肉、干脯、莴苣笋、
芥辣瓜儿、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金杏、小瑶李子、红菱沙
角儿、药木爪、水木爪、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
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器。⑤

从这些记载来看，巷陌路口、桥门市井所经营的主要是餐饮服务业，其特征有以下三
点: 一是在时间上迎合顾客的需求，每天五更就开始营业; 二是小吃花样繁多，价格

低廉，走平民化路线; 三是食品类别多样，既有生肉等食材，也有半成品或熟食，可

以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如此周到完善的服务，培育了东京市民特有的消费与生活方
式。靖康以后，南迁临安的开封人对此仍念念不忘。周煇曾回忆说: “京师人家日供
常膳，未识下筯，食味非取于市不属餍”⑥，可见开封人已经习惯到市场上购买饮食，
甚至对此产生了依赖。
北宋时期的商品经济渗透到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活动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

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相当多的城市居民跳出原来的职业、身份的限制，不同程度地参
与商品贩卖。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形成一种难以阻挡的 “全民经商”态势。
其经商群体的构成除职业商人外，尤其是包括了衣食国家的军人、官吏、皇室成员和
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宗教界人士。⑦ 不过，具体到经商的方式与层次也有所不同，既
有垄断市场的大商人，也有温饱线上挣扎的小商贩。其中后者大都是外来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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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多数没有铺面，而是采用推车、挑担、挎篮、提瓶、顶盘等方式走街串巷叫
卖，或是在城门、桥畔设“浮铺”经营①。他们大都是“零细小铺、贫下经纪不系合
该行户之人”②，售卖的多是一般行户不屑于经营的低劣零细商品，对独占批发市场
的行会不构成竞争威胁; 其商品和技能也不为官府所用，加之本小利微，终日营营尚

难温饱，无力承担官府的科索，官府一般不强迫他们入行，因此他们被称之为行外

商。③ 行外商的营业活动不必经过行会，也不承担官府的科配，因而具有相当的独立
性。由于他们所贩之物与国家财政和统治阶层的日常消费关系甚微，所以官府除了征
税和派役外，对他们的存在和发展一般不加干预。④ 行外商数量应当不少，但由于生
存于都市的边缘，不被官方注意。直到熙丰年间施行免行钱法时才有过一次人数普
查，据统计，当时东京开封有 “杂贩破铁、小贩绳索等贫下行人，共八千六百五十
四人”⑤。由于行外商这个群体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数统计存在客观的困难，因此
其实际人数应该要高于这个官方数据。
伴随着行业分工愈益细密化，对于各种日常劳务的需求应运而生，这些都为外来

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东京梦华录》载:
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

百钱。⑥

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生辰忌日，欲设斋僧尼道士，即早辰桥市街巷

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 “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
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⑦

坊巷桥市既是贩夫走卒、工匠人夫各种行当谋生的平台，也为都人的购物、消费提供
了便利。众多的外来流动人口不仅为城市供应了廉价劳动力，他们的日常消费也促进
着各种服务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因而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⑧ 北宋东京有上百
万居民，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虽有等级高下之分，但在各种消费和服务的商业化过程

中结成了相互依存与共生的城市居民生态链。
除了行外商之外，桥门市井中还存在牙人这个特殊群体。唐代的官私文献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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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出现“牙人”“牙子”等记载。① 唐宋时期的牙人涉足多种业务，包括奴婢、田
宅等交易等，还有生活品的代购。牙人在为客商寻找买主时，先自行买进商品，尔后
出售给买主。北宋天圣八年，开封府奏报: “京城浩穰，乡庄人户搬载到柴草入城货
卖不少，多被在京官私牙人出城接买，预先商量作定价例，量与些小定钱收买。”②

此外，牙人还参与人力雇佣的介绍，“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
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③。牙人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提供资源或信息的对接服
务，从中获取佣金或差价收益，其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分工细密化而催生的中介服务行

业。对牙人来说，桥门市井是他们谋求生计的平台。王安石变法时推行市易法，牙人
开始进入官府，成为“自食而办公事”的胥吏，社会地位陡然提高，甚至可以和官
吏相提并论，成为下层半有产者中的食利者。由于经济收入相对稳定，生活殷实富
足，牙人“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④，他们虽然仍会活动于桥门市井，
但身份已经由谋生者转变为消费者。
不论是行外商，还是工匠、人夫，抑或熙宁之前的牙人，他们大都是城市工商业

的最下层。如果说，他们离开故乡来到都城是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的结果，那么，
他们被允许在桥门市井谋求生计则彰显出朝廷对待弱势群体的温情与包容。随着城市
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市民日常生活服务的社会化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社会

的良好运转就需要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人群共同来完成。可以说，桥门市井的繁荣
正是顺应了市民社会的客观诉求。相对于大相国寺等大型市场，桥门市井充分盘活既
有的河桥与城门空间，有效扩充了京城的市场体系，体现了城市空间利用的集约化

理念。

三 结语

作为一种城市现象，桥门市井是城市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桥门市井的存
在有赖于周边居民的聚居所带来的消费需求，也为小商贩、工匠等底层百姓提供了谋
生机会。桥门市井的经营方式灵活，主要售卖廉价的商品，提供便民的服务，正迎合
了广大市民的日常需求，因而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代表着城市商业形态的发展趋

势。桥门市井是北宋东京街市中最具时代气息与商业活力的节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城市用地的紧张局面，满足了市民阶层对于城市空间的诉求，映射出庶民百姓在京

城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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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城市现象多彩纷繁、光怪陆离，而能够为后人感知的城市印象则依赖于
知识精英的选择性书写。河桥与城门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商业网点，三教九流、各行
各业的人或者途经于此，或者消费娱乐。城市空间的这种共享性与开放性使得知识精
英有机会亲临平民百姓的生活场景，进而将这些见闻通过文学、艺术等方式表现出
来。《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以不同的形式浓墨重彩地
描绘了东京的市井生活，折射出平民在城市空间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提升，高高在上的

知识精英开始对社会底层释放出相应的人文关怀。
桥门市井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性，其一是作为客观的城市现象，其二是作为主观的

文本现象。桥门市井被载入史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而这恰恰透射出社会结构与阶层
观念的变迁。原本属于底层社会的日常公共空间逐步被知识精英广为接受，这无疑是
城市文明走向进步的一种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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